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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改增”对城市发展的影响

及其作用机制研究

彭　飞　　许文立　范美婷

内容提要：本文基于校准后的卫星灯光数据重构中国地级市层面的城市发展指标，利用“营

改增”在不同地区的试点改革为“准自然实验”，运用倍差法首次定量考察了服务业税制

改革对城市发展的影响。研究发现，“营改增”对城市发展产生了显著的增进作用，相当

于在平均水平上提高了 1.46%，但是因为区域间产业发展基础的差异，这一效应在东部地

区更加显著，说明“营改增”不利于缩小甚至会扩大城市间发展差距。改革效果从次年起

才逐渐显现，意味着完善增值税抵扣链条十分必要。研究还发现，产业升级为城市发展效

应的实现提供了潜在机制，“营改增”虽然总体上降低了地方实际税收分成，但是并不能

左右产业升级对城市发展的促进效应，说明产业升级占据主导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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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分税制改革以来，确立了在制造业实施增值税，在服务业实施营业税的税制，这一两税分设的特点不

可避免地导致了服务业的重复征税，不利于产业间的分工与协作。为消除税制差异导致的产业发展障碍，

自 2012 年 1 月 1 日起，在服务业开启了“营改增”试点工作，并于 2016 年 5 月 1 日完成了全行业的税

制转变。制造业和服务业税制的统一，有利于促进产业间的融合，深化产业间和产业内的分工，助推产

业结构升级［1］，进而为加快城镇化进程提供产业和就业的支撑。但是这次改革并不彻底，实行的仍是有

利于中央分成的税制安排，增加了地方财政压力，这就可能对地方城市化建设产生不利的影响。因此，“营

改增”究竟是推动了还是制约了城市的发展？对这一问题进行审慎细致的政策评估对于推进新型城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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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现有文献主要关注“营改增”对收入分配、经济增长、福利分配以及微观企业绩效等方面的影响，对

城市发展产生怎样的贡献尚缺乏直接的经验证据。一些文献认为“营改增”改变了既有的国民收入分配

格局［2］，促进了产业结构升级［1］，改善了居民福利分配［3］，短期内提高了经济增长速度［4］。还有些文献

基于企业微观数据，利用政策评估的方法考察了对企业税负［5］、投资［6］、分工［7］、贸易的影响等［8］。城

市发展是与本文相关的另一主题，早期文献大多从驱动城市发展的市场因素进行剖析［9］［10］，近期税制因

素逐渐引起了学者们的兴趣，主要基于不同国家的财产税改革展开分析［11］［12］，为数不多的文献还研究了

其他税制改革（例如所得税）与城市扩张或城市发展间的关系［13］。这些研究均肯定了税制改革对于推动

城市发展发挥着重要作用，但是没有清晰地阐明我国服务业税制改革对城市发展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尤

其是“营改增”如何影响城市发展这一机制尚不明朗。

虽然“营改增”与城市发展在各自领域的研究已趋于成熟，但是将这两个重要话题联系在一起的研

究较少，以中国税制改革为背景的文献更为稀少，本文尝试在这方面做出一点贡献。郭宏宝（2011）利

用一般均衡理论模拟分析了我国财产税的推行对城市扩张及住房价格的影响［14］，Li（2014）基于中国

2001-2011 年省级面板数据，发现提高财产税税率、扩大征税范围等实施方案对遏制城市扩张具有重要作

用［15］。孙红梅等（2015）基于我国 2006-2014 年历次税制改革，运用面板空间滞后模型发现，税制改革

是城市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16］。不过他们的研究未能进一步指出不同税制改革政策对城市发展的要素产

出弹性，同时忽视了对内生性问题的处理，而且没有厘清二者关系的作用机理。为此，本文尝试从产业

升级和财政压力两个角度检验“营改增”对城市发展的影响及其机制。

近年来，国际文献开始采用由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NOAA）公布的夜间卫星灯光数据（DMSP/

OLS）度量城市发展［17］［18］。相较于传统经济指标的度量，卫星灯光数据至少在以下三方面存在显著的优势：

一是不受地区间价格因素的影响，二是不易受到地方政府人为干预的影响，三是不同于常住人口城镇化率、

户籍人口城镇化率等单一经济指标，抑或是对所选择的成分（变量）较为敏感的主成分分析法，卫星灯

光数据能够较为客观地反映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发展变化。一方面体现为城市发展的深化，表现为既有城

市边界内的灯光亮度变亮，另一方面体现为城市发展的宽化，表现为既有城市在空间上的延伸程度。但

是需要指出的是，卫星传感器会因为坐标设定的不同或传感器的老化等问题，使得该数据存在明显的噪音，

控制时间固定效应的做法并不能消除原始灯光数据的波动［19］。基于此，本文尝试对卫星灯光亮度首先进

行校准处理，然后基于 Small 等（2011）的研究，通过设定灯光亮度阈值的办法提取城市的发展程度［20］。

与既有文献相比，本文的可能贡献主要有：首先，本文是首篇系统阐述“营改增”对中国地级市城市

发展影响及其机理的文献，丰富了这一领域的研究。其次，由于城市发展的难以量化，以往文献采用的

主成分分析等方法存在较大的测量误差，而本文基于校准后的卫星灯光数据并采用设定阈值提取城市面

积度量中国的城市发展，不仅能有效解决传统合成方法的度量偏颇问题，而且还可有效规避传统经济指

标因地方政府干预对识别城市发展水平的干扰，因此可作为研究中国此命题的有益补充。最后，从产业

升级和财政压力两个角度理解“营改增”对城市发展的影响，为城镇化发展的税制优化提供了经验证据。

二、理论分析

“营改增”对城市发展的影响，至少有以下两种路径：一是通过统一税制，加快制造业与服务业的分

工与融合，促进服务业的转型升级；二是这一税制改革影响了地方财政收入，进而可能影响地方政府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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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文通过一个简单的分析框架来阐述上述可能的作用机制。

本文在 Oulton（2001）［21］的增加值模型基础上，引入“营改增”的政策因素。根据 Oulton（2001）的定义，

产业层面的生产率增长为：

q̂i
v=v̂i - x̂i                                                                           （1）

其中，q̂i
v 表示产业 i 的生产率增长率；v̂i 表示产业 i 的实际增加值增长率；x̂i 表示产业 i 的初级要素

投入增长率。

同理，总生产率增长率定义为：

q̂ = v̂ - x̂=∑ ui v̂i -∑ ri x̂ =∑ (ui-ri )v̂i +∑ ri q̂i
vn n n n

i-1 i-1 i-1 i-1
                                      （2）

其中，ui 表示每个产业在总增加值中的份额；ri 表示初级要素在每个产业中的投入份额。

产业 i 的生产函数为：

yi = fi ( xi, mi,t )                                                                   （3）

其中，mi 表示产业 i 的中间投入——即向另一些产业购买的中间产品投入，t 表示时间。在竞争性市

场环境中，可以得到：

pi yi = wi xi + pi
m mi                                                                 （4）

其中，pi
m 表示中间产品的价格，pi 表示最终产品的价格，wi 表示初级要素的价格。那么，产业 i 的

TFP 增长率为：
pi

m miq̂i=ŷi -( pi yi ) 
x̂i - (  pi yi  

) m̂i  
wi xi

                                                        （5）

假设生产函数（3）可分离中间投入，即函数形式可重写为：

yi = fi (vi, mi )                                                                    （6）

其中，vi =gi（xi, t）为增加值生产函数。将生产函数（5）对时间微分，得到实际增加值增长率为：

v̂i =( wi xi
  )ŷi -( wi xi

   )m̂i  
pi yi pi

m mi
                                                            （7）

将实际增加值增长率（7）代入产业层面的 TFP 增长率（1）中，并利用生产函数（4）得到：

q̂i
v=( wi xi

  )q̂i    
pi yi

                                                                   （8）

下面，考虑一种简化情形。经济中只有两个产业。假设产业 1 生产中间产品，并将其供给给产业 2，

产业 2 供给最终产品①。那么，总产出就是产业 2 的产出。由此，根据公式（2）可以得到：

q̂ = r1 q̂1
v + ( 1-r1 ) q̂2

v=r1 q̂1+q̂2                                                        （9）

其中，q̂2
v = q̂2 /( 1-r1 )，且 q̂1

v=q̂1。

公式（9）表明，当 q̂1 为正时，经济向产业 1 转型，即 r1 上升，整个经济的 TFP 增长率 q̂ 也上升，

经济活动越活跃（或城市发展越快）。

孙正（2017）［1］指出，“营改增”（vat）会对产业结构演进产生重要影响。也就是说，r1=f（vat）。

“营改增”减少了中间生产环节的重复征税，因此，f '(vat )>0。

①　本文所指的产业升级是指制造业、服务业产业融合的过程。因此，这里的公式（8）假设，服务业提供中间产品（中间投入），

制造业生产最终产品。“营改增”扩大了制造业对服务业的中间投入（服务）需求，进而影响服务业增加值比重，也就是产业升

级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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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提出假说 1：“营改增”通过促进产业升级，增进了城市发展。

按照陈思霞等（2017）［22］对地方政府财政压力的研究，地方政府的预算约束为：

D=θ(vat)τ(vat)y+AR-G                                                       （10）

其中，D 表示地方政府第 t 期的预算赤字，或者财政压力；τ 表示有效税率，它是“营改增”（vat）的函数，

且 τ’(vat) <0；θ 表示分成比例，也是“营改增”（vat）的函数，且 θ’(vat) <0；AR 表示非税收入，例如

土地出让金收入；G 表示地方政府的公共支出。

从公式（10）可以看出，“营改增”使得地方政府的税收分成比例下降，有效税率也下降，在刚性支

出的情形下，地方政府的财政压力会增大。而地方政府为了缓解财政压力，会增加土地出让金，最终提

高城市建设和发展的成本。基于此，提出假说 2：“营改增”加剧了地方财政收入压力，进而对城市发展

产生负面影响。

但是，由于服务业税制优化的深层次贡献在于推动两业融合、促进服务业分工深化，实现产业结构升

级。如果产业升级对城市发展的边际效应高于财政压力对城市发展的边际效应，则可以稳妥地支持产业

升级在“营改增”作用机制中的主导地位。或者存在这样一种结果，在税收分成下降的地区，依然存在“营

改增”对城市发展的促进作用，那么则可以认为财政压力不构成产生城市发展效应的主要机制。基于以

上理论分析，提出假说 3：“营改增”可能会通过产业升级和财政压力两个渠道影响城市发展，如果产业

升级效应大于财政压力效应，则认为“营改增”促进了城市发展，反之，则认为削弱了城市发展。

三、城市发展的度量与研究设计

（一）城市发展的度量

传统城市发展统计数据使用较为方便快捷，但也存在着对空间信息的缺乏，难以满足大尺度城镇空间

格局研究的需要。因此，基于遥感学知识对城镇灯光数据进行提取，作为衡量城市发展的另一重要分支，

近年来越来越受到认可。然而，原始的卫星灯光数据存在明显的噪音，如果不对此进行校准处理，就会

影响到城市发展水平度量的准确性。基于此，本文首先对卫星灯光数据进行一个校准处理，然后按照灯

光阈值提取的办法获取不同城市的发展程度。

第一步，选择灯光变化较为稳定的地区作为参考区域，并选择累计灯光亮度最高的卫星年份作为基准，

然后对其他年份的卫星年度的数据进行调整，以进行同卫星不同年份的内部校准，以保证同一卫星不同

年份的可比性。

第二步，将第一步的处理过程中未处理的不一致的时间序列数据消除，以修正一直有光的 DN（灰度

像元）值的平稳趋势［19］。

第三步，基于前两步的校准处理，将校准好的夜间卫星灯光数据投影变换为兰伯特等面积方位投影，

提取以灯光阈值作为城市区域轮廓的判断标准，将相同投影方式的城市行政边界图与之进行叠置分析

（Overlay），然后识别各城市灯光亮度大于灯光阈值的面积占行政区划面积的比重。关于灯光阈值设置

判断城市的边界，以往的研究进行了较多的尝试与讨论。例如秦蒙等（2015）研究中国城市化水平，将

灯光阈值设定为 6［23］，而 Yi 等（2014）、刘修岩等（2016）的做法则是将灯光阈值设定为 10［24］［25］。然

而，Small 等（2011）基于不同阈值设定的研究指出，灯光阈值如果设定过小，容易产生对城市规模、城

市发展的高估［20］。因为 DN 小于 12 很可能包含人类活动不活跃的部分，例如农业活动、农村居住等。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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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此，本文参照 Small 等（2011）的做法［20］，将灯光阈值设定为 12。鉴于此，本文对城市发展内涵的界定，

可以从两个角度进行理解：一是原有城市基础上的发展，体现的是城市灯光亮度变亮；二是城市在空间

上的有所延伸，表现为城市范围的扩展。

（二）研究设计

准确评估“营改增”对试点地区城市发展的净影响，就是要比较该地区在改革前后的城市发展差异。

但是，直接比较可能无法得出准确的结论，因为试点地区的城市发展差异可能不是“营改增”带来的效果，

因此必须考虑两者之间的内生性。由于“营改增”在不同地区、不同行业先行试点，再向全国展开的特点，

这就导致有试点的地区在改革前后的城市发展差异，也有试点地区与非试点地区城市发展的差异，这两

方面的差异为我们利用倍差法评估“营改增”的政策效应提供了良好的政策冲击。

此外，政策评估还需要排除其他政策改革的冲击，一方面，2004-2008 年期间我国完成了增值税转型

的试点改革，这就会对产业结构进而城市发展产生直接或间接性的影响，因此，本文将研究对象限定在

2009 年之后；另一方面，还需要排除对城市发展产生直接影响的新型城镇化试点改革，不过这一改革是

从 2015 年起实施，而卫星灯光数据目前仅更新至 2013 年，因此本文的研究对象主要为 2009-2013 年期间。

具体来说，面板倍差法模型设定如下：

Urbanit = α + βReformit + γX + δi + ξjt +ε                                          （11）

其中 i 是地级市、j 表示省份、t 是年份，Urbanit 表示城市 i 在 t 年份的城市发展程度，以该地级市灯

光亮度大于 12 的面积占该市行政面积的比重表示。Reformit 表示地级市 i 在 t 年实施“营改增”后取值为 1，

其他取值为 0。该模型还同时控制了城市固定效应 δi、省份与年份交互的固定效应 ξjt，前者用来控制随地

级市变化但不随时间变化因素的影响，后者用来控制不同省份的时间趋势差异，包含了总体层面的时间

趋势。X 表示影响城市发展的控制变量集，包括人口规模、土地面积、人力资本、科技投入。因此，β 等

价于 DID 中的交互项的系数，表征“营改增”对城市发展的净效应。

此外，考虑到这一税制改革是从行业和地区层面逐步展开的试点，这就有可能造成部分试点地区增值

税链条不完整，只有当试点行业的上下游关联产业均在试点范围内，才不会受到地区试点的差异化影响，

否则将会对增值税抵扣机制产生不利影响。随着试点范围的扩大，增值税链条在样本后期趋于完善，就

会直接影响到试点地区的减税效果乃至产业分工效应。基于此，为进一步评估“营改增”对城市发展的

动态效应，需要定义两个虚拟变量，即如果是 2012 年开始试点的地区，则该变量在改革之后取值为 1，

其他年份取值为 0；类似地，如果该地区在 2013 年才开始实施“营改增”，则该地区在 2013 年之后取值

为 1，其他年份为 0。

Urbanit = α + β2012 Reformit +β2013 Reformit  + γX + δi + ξjt +ε                               （12）

四、基本结果、稳健性检验与作用机制

（一）基准回归结果

我们以“营改增”的试点城市为处理组，非试点城市为对照组，在试点之后赋值为 1，其他均赋值为

0，同时控制城市固定效应、省份—时间固定效应及其他控制变量的影响，并将标准误在地级市层面聚类，

以降低面板数据中标准误低估产生对改革效应的高估。以灯光亮度大于阈值（DN>12）的面积占行政面

积的比重作为评估城市发展效应的被解释变量，表 1 前两列报告了“营改增”对城市发展的影响。在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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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城市发展的其他影响因素情况下，第（1）列结果显示，Reform 系数在 1% 水平上显著为正，初步证

实了“营改增”对城市发展的积极作用。在第（1）列回归的基础上，第（2）列纳入了影响城市发展的

其他控制变量，回归结果显示，Reform 变量系数依然显著为正，进一步证实了“营改增”对试点城市的

城市发展存在显著的溢出效应。Reform 系数表明，相较于非试点城市（对照组），“营改增”使得试点

城市的城市发展程度净增加约 0.3 个百分点，考虑到样本数据中城市发展程度平均值为 0.2103，意味着“营

改增”使得城市发展程度平均提高 1.46%（0.0031/0.2103）。

与其他税种的根本特点不同，增值税在产业链上对税制的完整性要求很高，对产业链条的税制破坏将

会影响上下游关联产业的税负转嫁和分工程度，进而影响服务业与制造业的产业融合与产业升级。而产

业升级又是城市发展的前提和重要表现，从这个角度上讲，“分步式”的实施策略就可能对城市发展的

短期效应产生不利影响。对此，根据模型（2），我们进一步考察“营改增”对城市发展的动态效应。第

（3）列回归结果显示，在改革的当年，Reform2012 系数为负，但并不显著，而 Reform2013 系数在 1% 水

平上显著为正，这就表明“营改增”确实存在一定的时滞，这可能正是因为“分步式”的改革策略扭曲

了增值税链条的完整性所致。而在改革的次年，由于首次试点的 1+6 行业在全国范围内得到推广，这就

使得增值税在地区层面上不再扭曲，大大提高了改革的净效应，从而解释了 Reform2013 系数能够显著为

正的原因。不过，考虑到在行业层面上实施的仍然是“分步式”的改革策略，这就可能导致链条机制损

害依然存在，发生效率净损失。

由于我国不同区域在产业基础、资源禀赋、市场化程度、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存在非常大的差异，这

就可能导致不同地区在“营改增”中的获益程度不同。对此，我们区分研究了东中西部的城市发展效应。

最后三列结果显示，东部地区的效应最高，中部次之，西部不显著。虽然“营改增”可能会对服务业比

重较高的地区的财政收入冲击较大①，但是发达地区在产业集聚和产业融合方面具有较好的基础，试点的

“营改增”政策顺应并激励了该地区制造业与服务业的融合发展，也就是说财政收入下降带来的冲击可

能无法左右产业升级推动的城市发展效应，这在后文表 4 中进一步证实。因此，发达地区从“营改增”

中要比落后地区获得的溢出效应大。具体来说，东部地区的城市发展溢出效应达到了 6.18%（0.013/0.2103），

中部地区因为上游制造业较为发达，同时接近东部生产型服务业的优势，增值税链条的延伸，导致该地

区的溢出效应也高于平均水平，达到 1.90%（0.004/0.2103）。更为关键的发现是，“营改增”对城市发

展的区域异质性效应表明，“营改增”在一定程度上存在扩大城市发展差距的事实，从区域协同发展来看，

需要其他互补性的均衡政策调节这一差距。

（二）稳健性检验

为了检验倍差法评估“营改增”效应的有效性和稳健性，我们拟采用假定政策执行时间的办法进行安

慰剂检验。如果存在除“营改增”之外的其他政策或随机性因素导致城市间的发展差异，也就是说这种

差异并不是“营改增”带来的，如果这种可能性存在，那么这将导致前文的研究结论不成立。为了检验

这种假设是否存在，本文分别假设在真实政策改革的前一年和两年发生，如果此时交互项系数显著为正，

则表明改革的净效应不是来自于“营改增”，而是由其他政策或随机性因素的推动产生。反之如果交互

项系数不显著，则可以解释“营改增”对城市发展是具有增进贡献的。具体来说，我们分别假设“营改增”

①　因为“营改增”之前，对服务业征收的是营业税，营业税属于地方税，而增值税属于央地共享税，因此，理论上来说，

服务业比重较高的地区被改征增值税后，地方政府的税收收入会受到较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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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生在 2010 年和 2011 年，地区试点顺序不变，即定义“假设政策时点”在改革之后取值为 1，之前为 0，

试点城市取值为 1，非试点城市取值为 0，那么“假设政策时点 * 试点城市”即为我们关心的虚假政策效

应。表 2 前两列报告了这一回归结果，结果显示，这两个回归的交互项系数均不显著，证实了“营改增”

对城市发展的增进效应可能并非偶然。

“营改增”与城市发展之间的内生性是本文研究的另一困扰。换句话说，城市发展本身可能会是“营

改增”试点的选择依据，如果城市发展程度是“营改增”试点的原因，而不是结果，那么结论也将是无效的。

因为在“营改增”的试点城市选择上，中央政府有可能会考虑到试点城市的税收征管基础、产业结构等

内在特征，导致不是因为“营改增”影响了城市发展，而是城市发展影响了“营改增”试点选择。对此，

我们拟从以下两个角度进行检验。

一方面，检验试点省份内部的城市发展差异。在“营改增”的试点过程中，首先选择在省份层面进行

了扩围改革，而试点省份与非试点省份之间可能存在着诸多差异，非试点省份集中在中西部地区，在城

市发展基础上明显较东部省份落后，如果以非试点省份为对照组，就可能会高估“营改增”的推动作用。

因此，我们将研究对象限定在先行试点的 1+8 省市，比较其改革前后的城市发展差异，这样做一定程度

上能够降低“营改增”试点改革与城市发展间的内生性关联的冲击，因为在试点省份内部，城市发展本

身的差异相对较小，且政策改革对省内的城市而言是一致的。第三个回归结果显示，“营改增”系数依

然在 1% 水平上显著为正，一方面证实了基准回归结论的稳健性，另一方面，Reform 系数高于基准结果，

说明试点时间越早的城市，“营改增”对城市发展的增进效应越明显，相当于在全部城市的平均发展程

度上提升 9.51%（0.020/0.2103）。从这一角度来看，验证了表 1 第（3）列的动态效应结论的可靠性，即

分步式的改革策略确实一定程度上弱化了改革效应。

另一方面，虽然第三个回归从省内样本的角度排除了“营改增”与城市发展的互为因果作用，一定程

度上能够降低内生性的冲击，但是仍不能清晰地判断“营改增”试点的地区选择对城市发展的影响程度

表 1　“营改增”对城市发展的影响

全样本 东部 中部 西部

变量 （1） （2） （3） （4） （5） （6）

Reform
0.006***

（0.000）

0.003***

（0.001）

0.013***

（0.003）

0.004***

（0.001）

0.001

（0.003）

Reform2012
-0.000

（0.002）

Reform2013
0.003***

（0.001）

控制变量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省份—时间效应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城市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Within R2 0.787 0.796 0.796 0.844 0.750 0.690

城市数 287 287 287 101 100 86

样本数 1431 1431 1431 505 500 426

注：*、**、*** 分别表示在 10%、5% 和 1% 的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标准误，下表同。东中西部区域划分借鉴李静等（2013）［26］的做法，

东部地区：北京、天津、辽宁、河北、山东、江苏、上海、浙江、福建、广东、海南；中部地区：吉林、黑龙江、山西、河南、安徽、

江西、湖南、湖北；西部地区：内蒙古、陕西、甘肃、广西、贵州、云南、四川、重庆、宁夏、青海、西藏、新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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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多大。为此，我们采用 Heckman 等（1998）提出的倾向得分双重差分方法（PSM-DID）进行检验［27］，

该方法的优势是允许处理组和对照组来自于不同的地区，这就相当于控制了不可观测但不随时间变化的

组间差异，有利于进一步降低潜在内生性问题导致的有偏估计。

由于在我们的研究中，对照组（非试点城市）在 2013 年后也开始实施“营改增”，这就导致与通

常情形下的对照组不同，不适用于传统的 PSM-DID 方法。这里借鉴郭申阳等（2012）的做法［28］，首先

对影响试点地区选择的潜在因素进行回归，包括经济总量（GDP 对数）、产业结构（第二产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第三产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财政收入结构（各项税收占一般预算收入比重），并控制时

间趋势的影响，对处理变量（是否试点城市）进行 Probit 回归估计，得到不同地区进行试点改革的概率，

即倾向得分，然后将不同城市的倾向得分作为控制变量纳入倍差法模型中，即可得到转化后的 PSM-DID

方法。这一做法能够较为理想地规避传统 PSM-DID 方法无法控制省份—时间固定效应的缺陷。最后一个

回归结果显示，Reform 系数显著为负，且系数大小几乎没有发生显著性变化，说明试点城市本身的差异

并不影响本文的研究结论。

表 2　稳健性检验一：安慰剂及内生性检验

变量
安慰剂检验 内生性检验

（1） （2） （3） （4）

假设政策时点 * 试点城市
0.003

（0.011）

-0.005

（0.010）

假设政策时点
0.073***

（0.006）

0.056***

（0.007）

Reform
0.020***

（0.003）

0.003***

（0.001）

倾向得分
-0.003

（0.021）

控制变量 yes yes yes yes

省份 - 时间效应 yes yes yes yes

城市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yes

Within R2 0.796 0.796 0.794 0.796

城市数 287 287 85 287

样本数 1431 1431 425 1427

我们还对替代性假说、其他度量方式进行了检验。由于卫星灯光数据在城市灯光亮度显示的特殊性，

也可能存在这样一种巧合，即试点城市的灯光亮度的提高不是“营改增”带来的，而是由于城市主动寻

求的结果，例如，2005 年开始实施的全国文明城市评选，就可能激励了地方政府加大对路灯等道路设施

的升级改造，造成繁荣的假象。基于此，我们排除了在样本时期内获得全国文明城市称号的城市。表 3

第一个回归结果显示，这一疑虑并不存在，“营改增”对城市发展的促进效应依然显著。

本文还采用了其他阈值标准衡量城市的发展。一方面，参照秦蒙等（2015）的研究，设定灯光阈值为

6［23］，换句话说，灯光亮度大于 6 的栅格也被视为城市区域加以提取。另一方面，借鉴刘修岩等（2016）、

Yi 等（2014）的做法，设定灯光阈值为 10［24］［25］。结果显示，Reform 系数均没有发生显著性的变化，进

一步证实了结论的稳健性。最后，我们以人口城市化和空间城市化度量城市发展。其中，人口城市化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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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辖区人口占城市总人口的比重表示，空间城市化以建成区面积占行政面积的比重表示。最后两列分别

以一般地级市和全部城市为研究对象，结果显示，总体上没有发生明显变化，验证了基准结论的可靠性。

表 3　稳健性检验二：替代性假说和其他度量

变量
非文明城市 阈值 >6 阈值 >10 人口城市化 空间城市化

（1） （2） （3） （4） （5）

Reform
0.003***

（0.001）

0.009***

（0.002）

0.003***

（0.001）

0.005***

（0.002）

0.001**

（0.001）

控制变量 yes yes yes yes yes

省份 - 时间效应 yes yes yes yes yes

城市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yes yes

Within R2 0.787 0.771 0.828 0.214 0.133

城市数 262 287 287 257 287

样本数 1306 1431 1431 1538 1718

（三）作用机制

城市的发展离不开产业的支撑，同时，城市的发展也为产业升级提供了必要的物质保障。例如，城市

发展为地区间贸易提供了更加方便快捷的交通运输，缩短了区域间分工协作的贸易成本，进而有助于推

动产业升级。换句话说，产业升级与城市发展之间可能存在严重的内生性问题。如果使用传统的 OLS 方法，

就可能出现明显的估计偏差。为克服这一问题，本文借鉴 Liu and Lu（2015）［29］的办法，采用面板固定效应—

工具变量回归方法（Fixed-effects IV Regression）检验“营改增”对城市发展的作用机制。这一方法的显

著特点是，能够通过两阶段回归同时识别“营改增”对产业升级的影响，以及产业升级对城市发展的影响。

模型第一阶段回归方程如下：

Upgradeit = α + βReformit + γX + δi + ξjt +ε                                          （13）

第二阶段回归方程设定为：

U
~

rbanit


it i jtitUrban Upgrade Xα λ γ δ ξ ε+ + += + +                                            （14）

其中，U
~

rbanit=Urbanit － βReformit，通过公式（14）得到了仅通过产业升级这一机制而不是其他路径

实现“营改增”对城市发展的影响，λ 是我们关心的主要参数。“营改增”虚拟变量 Reform 在这里充当

工具变量的作用，定义方法与公式（11）一致；产业升级变量的度量与通常做法一致，采用城市第三产

业增加值除以该城市的 GDP，再乘以 100 表示；控制变量的选择与公式（11）一致。

表 4 第（1）列报告了第一阶段的回归结果。Reform 系数在 1% 显著为正，表明“营改增”显著促

进了产业升级，使得试点城市的产业升级水平净增加 2.823%（因为公式（13）的产业升级变量乘以了

100）；从产业升级（第三产业比重）的平均水平来看，“营改增”使得试点城市的产业升级相当于在平

均水平上提高了 7.88%（2.823/35.82）。第（2）列报告了第二阶段的回归结果，主要考察的是产业升级

对城市发展的影响。结果显示，产业升级变量 Upgrade 显著为正，验证了假说 1 的正确性，即“营改增”

通过促进产业升级增进城市发展这一机制。

我们还需要检验财政压力本身是否导致城市发展的“棘轮效应”。回答这一问题之前，需要准确测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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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城市的税收分成，最准确的做法是城市分得的税收除以当地实现的税收。遗憾的是，相关税收的详细

数据一直未能公开，这也是目前研究实际税收分成率较少的主要原因。借鉴吕冰洋（2015）［30］、席鹏辉

等（2017）［31］度量税收分成的思想，即采用各市县的增值税（企业所得税）收入占所在省份增值税（企

业所得税）收入的比重表示。需要注意的是，他们的研究都是基于“营改增”之前的数据，如果仅使用

单一税收入占比进行度量，明显无法准确衡量“营改增”带来的相关财政收入变化。为突破这一困境，

我们使用地级市营业税和增值税收入占所在省份的营业税和增值税收入的比重反映地方实际税收分成的

变化。这一做法的好处是能够较为准确地观察到“营改增”前后，营业税和增值税税源的变化，类似于

范子英和彭飞（2017）［7］研究“营改增”对企业的减税效应的做法。这里没有加入地方附加税费（教育

费附加、城建税），一是考虑到这些税费占地方财政收入比重较小，二是因为这些附加税费都是根据流

转税（营业税 + 增值税 + 消费税）按比例（5%，7%）征收的，而消费税占地方财政收入的比重又较小，

故地方附加税费主要反映的还是营业税和增值税之和的变化，因此我们采用简化测算方式不会对结论产

生冲击。

研究发现，“营改增”对不同地方财政收入的影响并不是单调发生的，即使在同一省份内部，税收分

成的变化也不是统一的。据本文统计得知，有 41% 的东部城市，在“营改增”之后税收分成出现下降，

而中部和西部城市的税收分成出现下降的比例更高，分别达到 65% 和 52%。第（3）列报告了总体的财

政收入影响，结果显示，Reform 系数在 5% 显著为负，表明“营改增”总体上降低了试点城市的税收分

成比例。地方财政压力的冲击是否会传递给城市发展，这是本文关心的主要问题之一。首先定义财政收

入变化二元虚拟变量 Gov，如果某城市在“营改增”之后税收分成比例（（营业税 + 增值税）/（省营业

税 + 省增值税））呈总体性下降，则 Gov 取值为 1，否则取值为 0 ①。结果发现，税收分成下降的样本占

总样本的 52.4%，说明有超过一半的城市，面临财政收入减少的压力。

Gov*Reform 的交互项系数即是我们关心的主要系数，表示的是“营改增”之后财政收入下降会否显

著削弱城市的发展。第（4）列回归结果显示，这一系数并不显著，这就说明，相对于财政收入增加的城市，

财政收入下降没有显著降低城市的发展。综合第（3）和（4）列来看，“营改增”虽然一定程度上增加

了部分城市的财政压力，但是未显著放缓城市化发展步伐。初步证实可能存在财政收入对城市发展的“棘

轮效应”。

为进一步检验假说 3 的可能性，我们以实际税收分成下降的城市为研究对象，考察“营改增”对产业

升级和城市发展的两阶段影响。如果财政压力增加的城市，“营改增”促进城市发展的效应依然存在，

就说明“营改增”带来的产业升级效应高于财政压力带来的负面冲击。最后两列回归结果显示，“营改增”

系数和产业升级系数均在 1% 水平上显著为正，这一结果回答了两个基本事实：“营改增”显著促进了城

市发展，即使是在财政压力上升的地区，这一效应依然存在；财政压力并不构成“营改增”作用于城市

发展的关键机制，产业升级才是这一效应产生的重要原因。

①　对于试点城市，如果改革的当年税收分成比例下降，次年分成比例上升，则归入分成增加组，即 Gov 取值为 0，这类样

本占比为 4.2%；如果改革的当年税收分成比例上升，次年分成比例下降，则归入分成下降组，即 Gov 取值为 1，这类样本占比为

7.7%；对于税收分成比例连续下降的城市归入分成下降组，样本占比为 10.1%，税收分成比例连续增加的城市归入分成上升组，

样本占比为 6.6%；对于非试点城市，如果在 2013 年税收分成增加，则纳入上升组，样本占比为 35.7%，否则为下降组，样本占比

为 3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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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营改增”影响城市发展的作用机制

变量

全样本 全样本 税收分成下降城市

产业升级 城市发展 财政变化 城市发展 产业升级 城市发展

（1） （2） （3） （4） （5） （6）

Gov*Reform
-0.001

（0.003）

Reform
2.823***

（0.103）

-0.170**

（0.075）

0.004

（0.003）

2.555**

（1.029）

Upgrade
0.006***

（0.002）

0.007***

（0.002）

控制变量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省份 - 时间效应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城市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Within R2 0.587 0.769 0.230 0.796 0.544 0.693

城市数 287 287 280 287 150 150

样本数 1431 1431 1400 1431 750 750

注：基于稳健性考虑，我们还采用了孙正（2017）［1］度量产业升级的办法，即采用第三产业增加值与第二产业增加值之比表示，

结论没有发生显著性变化。同时，采用唐云锋和马春华（2017）［32］的办法，即使用（各市财政一般预算内支出－各市财政一般预

算内收入）/ 各市财政一般预算内收入表示地方财政压力。结果显示，财政压力对城市发展的影响依然不显著。

五、结　论

既有的研究表明，税制改革对城市发展具有重要作用。然而，我国服务业“营改增”作为供给侧结构

性改革的“重头戏”，被赋予谋一域促全局的功效，在消除重复征税、深化产业分工的同时，能否进一

步推动城市发展？在此背景下，本文基于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NOAA）公布的夜间卫星灯光数据

（DMSP/OLS）度量城市发展，以分步式的“营改增”为“准自然实验”，采用倍差法评估“营改增”对

城市发展的影响。研究结论主要如下：

第一，总体上，“营改增”对城市发展具有显著的增进作用，肯定了税制改革对城市发展的积极贡献。

第二，由于地区间的产业发展基础存在显著差异，这一促进效应主要体现在东中部地区，西部地区不显著。

这就说明“营改增”一定程度上不利于缩小城市发展差距，对于调节地区间不均衡的基本矛盾难以发挥

积极作用。第三，城市发展效应还表现出一定的时滞性，即在改革的当年不显著，随着试点范围的扩大，

增值税链条趋于完善，从改革的次年起才开始显著。结论表明，“分步式”的改革策略破坏了增值税抵

扣链条的完整性，弱化了产业乃至对城市发展的驱动效果，产生改革效率的净损失。相对而言，如果采

用一次性到位的改革策略，则能够满足增值税中性原则的要求，一方面有助于消除行业间、地区间的税

制差异而导致的不公平竞争，另一方面也有助于增进改革效率。从这个角度来讲，本文的研究证实了李

克强总理在 2016 年全国两会期间要求全面实施“营改增”的必要性和紧迫性，从效率改进的角度为“营

改增”的立法提供了直接的经验依据。第四，这一效应的传导机制是，“营改增”通过促进城市的产业

升级，助推城市的发展。“营改增”带来的财政压力并不能根本性扭转对城市发展的促进作用。在税收

分成下降的城市，“营改增”对城市发展的溢出效应依然显著。

政策含义表明，首先，随着营业税在我国退出历史舞台，在所有行业统一增值税税制，将有助于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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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间的融合和升级，对于促进城市发展具有重要现实意义。但是也要认识到区域间的发展不均衡问题

依然突出，需要建立更加有效的区域协调发展新机制。其次，“营改增”导致央地间的实际税收分成

发生变化，造成过半城市的财政压力上升，城市的长期健康稳定发展需要尽快完善中央与地方的税收

分配关系。最后，时滞性效应结论表明，要继续深化增值税税制改革，从助推产业升级效应出发，不

断完善增值税抵扣链条，例如降低税率、减并税档，对于助推产业融合、产业结构升级，增进城市发

展至关重要。当前有 17%、11%、6%、0% 四档税率，多档税率并存的现象在世界其他国家并不多见，

普遍采用单一税率加优惠税率的办法。不仅如此，还有一般纳税人和小规模纳税人，这些方面构成深

化产业分工与协作的主要难题。当然，本文研究的主要不足在于，由于卫星灯光数据更新的限制，本

文实际上考察的是“营改增”对城市发展的短期效应，无法进一步研究这一长期效应。这是本文下一

步研究的主要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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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 of Business Tax Replaced with VAT Reform on the Development 
of Urbanization and Its Mechanism

Peng Fei　Xu Wenli　Fan Meiting

Abstract: We utilize calibrated DMSP/OLS satellite data as a proxy for urban development of prefecture level 
cities in China, regard pilot reforms in different areas as natural experiment in this paper, and estimate the 
impacts of Business Tax Replaced with VAT Reform ( VAT Reform ) on urban development with difference-in-

difference ( DID ) identification. We conclude that VAT Reform is positive to urban development with an average 
increase of 1.46%, and the effect is more significant for eastern regions, due to unbalanced industrial development 
foundation in different areas, which implies that VAT Reform is unfavorable to narrowing the urban development 
gap. Meanwhile, the effects appear in the following year of VAT Reform, suggesting the importance of the scope 
of VAT deduction. We also find that industrial upgrading can promote urban development. Although VAT Reform 
has generally reduced local tax revenue, it does not affect urban development, which indicates that the effect is 
dominated by industrial upgrading.
Keywords: Business Tax Replaced with VAT Reform; Urban Development; DMSP/OLS Satellite Data; Industrial 
Upgrading; Financial Press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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